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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反思与再出发∗ ①

陈　 峰

【提要】 　 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

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

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
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

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走高精尖路线,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　 国际化　 中国化　 学术化

1949 年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新秩序,构成中国现代史学

史上的重大转折,堪称一场划时代的变革。 20 世纪 90 年代,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冲击,数十年来

居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遇巨大挑战。 21 世纪初,这种局面始有所扭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

领域的地位逐渐回升。 不过,复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今非昔比。 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

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致力于理论方法层面的呼吁和宣扬,较少落地为

具体研究实践,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显然,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膜和断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而要走出这一困局,必须重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

究中重新扎根,构建中国形态和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

原理的推广或应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冲破现有的种种陈规教条,特别是“苏式”教条的影

响。 冲破教条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获得变革创新的强大动能和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进
而实现中国历史主体性的重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发展始于抗战时期,至今已经历了数十

年的探索,但一些根本性问题一直存在,有待深刻而彻底的反思。 反思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才能再出发,穿越学术结构性变革的深水区,谱写当代学术史的新华章。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

1949 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确立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独特的优势和存在的

问题已经同时显露出来,后来则进一步放大和明朗化,但并未发生质的改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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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与兴起研究”(项目编号:19AZS002)的阶段性成果。
以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为代表的大量论著为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状况提供

了必要的基础,也成为一种通用的研究模式,但多属一种面面俱到、学术述评式的研究。 本文的探讨则以问题为中心,就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集中剖析,以总结寻求对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启示为目的。 关于改革开放后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参见陈峰:《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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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普世主义叙事

不得不承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普世主义色彩。 德里克指出,马克思主义

不是非现代或反现代的,而是太过现代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代表了历史思维中现代的胜

利”。① 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一种现代历史观,流露强烈的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倾向。 基于

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一种对普遍规律的执着,一种对普世主义叙事的钟情。 而寻求普遍规律是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信念和思维。 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求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一般性是第一

位、具有优先权的,特殊性居于次一级、从属的位置。 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地位是非对等的,两者的次

序不容颠倒。 即便认可特殊性、多样性,但最终强调的仍是殊途而同归。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例外,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 这表面

上与“国情特殊论”针锋相对,实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使然。 郭沫若宣称:“只要是一

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② 吕振羽《史前期

中国社会研究》的宗旨“只在说明中国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

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③ 与客观历史进程的发展相表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一般

性的体现和构建。 1930 年,郭沫若在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已意识到,应当遵循马

克思“由个别的升到一般”的教诲,但他认为马克思的一般论已经被研究所证实,“这篇一般论在我

们现在正是最良的指针”。 目前的研究工作可以由一般到个别。 “由一般的降到个别,在一般的了解

上会感觉着无上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是可以在实践中克服的。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篇自期。 郭沫若自陈撰写此书的目的和动机,一方面是为了

“用辩证唯物论”来“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另
一方面则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⑤ 翦伯赞也

指出:“新的历史家……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

来考验方法论。”⑥这里所谓的“考验”,基本上是验证、证明,都排除了证伪的可能。 20 世纪 40 年代,
侯外庐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延长工作”,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可谓“学术中

国化”“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的典范。⑦ 这是在既定理论体系内的一次大胆突破。 但是,
侯外庐仍以欧洲社会历史演变的要素———氏族、财产、国家等为依据,力求在普世主义叙事中更恰当

地安放中国历史特殊性,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和质询普世主义叙事。
但是,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走出普世主义叙事。 普世主义宏大叙事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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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夫·德里克主讲:《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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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店 1948 年版,“自序”,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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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存在重大缺陷。 现有的普世主义都名实不副,普世其表,西方中心主义其里。 同时在很

大程度上,普世主义叙事是自我授权的,缺乏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使命

不再是依附或重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 普世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合法性的来源,不应

成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脱离普世主义叙事的研究并不等于低等的、非科学的。 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要反对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任何中心论,而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本

身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中国历史不是西方历史的复制版,西方历史也并非中国历史的附庸。 近代

以前的中西方历史有着各自的发展路径和特点,人为地将其归入一种模式只能导致对真相的

背离。
归根结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方法,而不是移植套用其理

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也蕴含着大量非普世主义的内容,值得重视和发掘。 当然,走出

普世主义叙事并非拒斥理论构建和概念化。 概念、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多言,
关键是对概念、理论的态度。 任何概念、理论都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可以调整、修正和变化的;它
们是历史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不容置疑地凌驾于史料和史实之上,走向玄学化、公式

化。 就目前而言,摆脱以往的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投身于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从中

生成具有弹性、可塑性的理论系统,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务

之急。

二、摆脱“苏式”教条的笼罩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西方史学及其在中国的代言人为对手,而实际上,真正困扰和

制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与其说是西方理论,不如说是“苏式”理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之初,经由日本转述和输入的马克思主义居于优势地位。 李大钊等人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即

是受日本学者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随着留俄知识分子的归国,苏俄开始成为中国引进马克思

主义的主渠道。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源头的 20 世纪 20 年代流行的社会进化史作品,多为

编译转述之作,基本以苏俄学者波格达诺夫的相关论著为蓝本。 “苏式”理论成为中国认识和接受马

克思主义的津梁,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代表。 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奠基阶段,主
要是对域外论著的模仿和移植,本土化尚未提上日程。 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深度介

入,“苏式”理论的实际影响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势。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宣布:“把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使它得到更高发展的是列宁和史大林。”①即使在“学术

中国化”运动中,苏联的影响也体现得非常显明。 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本是“学术中国化”的题

中应有之义,但中国史学家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反思批评,更多地是追随苏联方面批判波克罗夫

斯基学派的运动。 吕振羽指出:“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所形成的一切错误,大皆渊源于波格达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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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 页。 翦伯赞本人对苏联理论资源的汲取,参见王庆婷:《翦伯赞〈历
史哲学教程〉的域外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编:《理论与史学》第 8 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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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以及渗入在波克罗夫司矶(即波克罗夫斯基———引者注)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

毒。”苏联方面肃清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确立了进入更高阶段的史学研究的指导原理,对史学研究的

新动向具有“最高的决定的指导的作用”,目前应该根据这种原理来“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①

吕振羽提出,“中国社会通史的完成,应该在先进国史学家的协助之下,由中国史学研究者来担任,要
比较便宜些。”但他又认识到,“先进国的史学家,对方法论方面,有许多是不成问题的,而关于中国史

料的搜求与考证上便成了问题;我们这一群中国方面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却大多在两方面都成为问

题,而表现着幼稚。”②可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并非自主进行,仍以苏联为正统和楷模。 既

不甘心一味尾随人后,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国学术的影子,这是近代中国史学面临的尴尬和无

奈,不独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然。
1938 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世使“苏式”理论的影响达到高峰,其中由斯大林撰

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被奉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权威范本。 “五
种生产方式”学说从此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真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理论、中国历史

体系的主要骨架也是根据“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塑造的。 这是“苏式”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最关键的影响。 1949 年以后直到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未能完全跳出苏联模式的

影响。
不可否认,“苏式”理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本模糊和有歧义的论述清晰化、固定化,为马

克思主义构建了一个严密精巧的体系。③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苏式”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刚

性结构,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和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染上强烈的目的论

和决定论色彩。 马克思主义原本具有的丰富性、开放性已不复存在。 “苏式”理论已与国际学术潮流

格格不入。
当然,“苏式”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也不可一概否定、一笔抹杀,其中包含的关于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真知灼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增益,都是应当继承和吸收的,只是不能再将之

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而全盘接受。 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化和误

读,对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过度渲染,等等,都需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检讨。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要实现本土化,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首先要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

放出来。

三、以国际化为前提

在强调呼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取向时,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世

界性学术潮流。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端于 19 世纪中期,以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的相关作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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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1936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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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纯正和正统,正如俄国学者所指出的,作为苏联历史科学理论基础的是一种折衷主

义的混合物。 参见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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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于 20 世纪中期进入专业化阶段,成为“新史学”潮流的重要分支。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形态,既有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

英、法、德、美、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世界性与

民族性的统一,具有与生俱来的世界向度。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跨国性流动中的一环。 由此不

难理解,强调自主性不等同于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不能因为反对“言必称外国”就走向另一极端,
闭门造车、与世隔绝,而要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 否则,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狭隘

的中国化。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日本及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像潮水一样,几乎同时涌入中

国知识界,呈现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 在“社会史论战”前后,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

究更为本土学者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范例,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

诸多概念、范畴和体系,大多能从海外追寻到源头。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面貌、甚
至缺陷都与海外的中国研究类似。 由于此时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正统与异端的对立并未被国

内知识分子普遍感知,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呈现一种复杂多元的局面,不仅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作品被奉为指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考茨基等的相关论述也成为重

要依据,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和分支竞相登场,争奇斗艳。 苏俄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
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以及日本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

济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等,均风行一时。 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国际化的高峰之一。 同时,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化,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内部也分为不同流派,各流派之间展开激烈论辩,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一股飓风,显示浩

大的声势和蓬勃的生机,推动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 显然,域外理论的引入、与国际学界

的互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源泉。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化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

离开了充分的国际化,中国化就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 20 世纪 40 年代,嵇文甫就认识到,中国化

“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提条件的”。① 今天,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进到新境界,一方面要

加大与不同国度、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沟通交流,特别是应当充分借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有关成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成见必须摒弃。 西方马克思

主义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的一个分支,正所谓“西马亦马”,同源而异流。 我们应当正

视和共享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杰出成就,特别是它在拓展更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方面的探

索和努力,主动撤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屏障。 例如,英国学者汤普森对阶级理论的完善,
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扩充,诸多具体研究对意识文化向度的开掘等,都极具启发性和建设性,
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的“他山之石”。②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必要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一种良性的竞争和对话机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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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门研究,参见张广智主编:《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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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较强的“敌”“我”意识,加之意识形态差异,对异己的理论和学术采

取片面、极端的态度,特别是不能正视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所蕴含的合理因素和正面价值。 这种做

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理论的纯洁性,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 由于长期缺少外来新鲜元素的

加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阻滞。 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学派的对话互动中实现了自我更新,得到了蓬勃发

展。 由此可见,不同学派之间的交锋渗透,不但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弱化、淡化,相反能够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注入更强的生命力。 总之,要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必须主

动敞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与各种思潮、学派展开广泛对话,不拘一格地兼容众家之长,使之为我

所用。

四、批判、改造和转化传统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就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

与中国传统史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问世之初是以传统史学的挑战

者、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 五四时期,在批判传统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胡适派实证史学结成

“同盟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评价与梁启超大体一致,均持除

旧布新的观点。 郭沫若不满于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强调批判国故。 到“学术中国化”运动时期,
传统史学的价值才被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发现。 1942 年,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制定研究计划时,即
将“刘知机(幾———引者注),郑樵,章学诚等中国古典方法之研究”作为工作内容之一。① 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改造转化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编纂方法多有肯定。 翦伯赞对近人将纪传体史书等同于家

谱或墓志铭汇编的观点予以驳正,认为纪传体能够通过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记述显出某一历史时代

的社会内容,至今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② 吴玉章批评一些新派史家的中国史作品

注重社会发展形式的叙述与辩论,主张“应当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

人物的评价”,“必须根据中国旧史编年纪事的材料来叙述中国历史”。③ 其二,传统史学的考证方

法也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尊重和称许。 翦伯赞推许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

的方法,认为它一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留下了光辉

灿烂的成绩,堪称中国学术中最珍贵的遗产。④ 侯外庐主张,新史学研究应当“谨守”传统考据学的

“一套法宝”,“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至少要“守
其家法”。⑤ 其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史家的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精神进行了阐释发掘。 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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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计划》,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3 页。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4、117—118 页。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新华书店 1949 年版,第 95—97 页。
翦伯赞:《正在泛滥中史学的反动倾向》,《文萃》第 15、16 期合刊,1947 年 1 月。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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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对司马迁《史记》展现的批判性大加表彰,对在史学方法上最具批判性的刘知幾甚为推崇。① 当

然,马克思主义学者认同的多是具有唯物论色彩的古代史家。 其四,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颠覆了

旧史观,但仍利用传统史学中蕴藏的巨大的史料宝库,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原料。
只是在处理和利用这些史料遗存时,置换了一种新的眼光,剥离了附着在史料上、渗透于文献中的

旧思想、旧观念。 总体而言,传统史学已成为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

源。 但是,传统史学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的工作

尚未启动。
在改革开放后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张和实践中,传统史学的角色再度凸显。 最有

代表性的是白寿彝关于“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计方案。 他认为,“我们建设

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
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②白寿彝提出,应从四个方面总结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推动建立具有

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第一,通过发掘、阐述、发展中国历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思想、历史

观点,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 第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 第三,史书编纂问题。 鉴于

通行的章节体的弊病,应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种体裁的长处,根据史书内容,加以适当

地调整与创新。 第四,历史文学。 历史工作者需有文学修养,做到“文史不分家”。 注重文字表述才

能把历史研究的结论传达给更多读者,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③ 此后,瞿林东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的阐述则借助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起

来,指明建设的原则和路径。④ 自此,传统史学的权重大大提升,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支柱。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依据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发挥

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功用;也不是回归传统史学,将传统史学直接安置嫁接于马克思主义

史学体系之中;更不能出于“温情与敬意”一味美化和拔高传统史学,满足于古董式研究。 其实,不可

忽视的重要一环是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 也就是说,应当经过一个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传统史学进

行整理、加工、激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再将之熔铸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实
证史学特别是“古史辨”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视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工作。 当前,这一工

作包含的内容无疑会更为丰富。 近年来有研究者系统梳理清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从中概括出九大

范畴,为当代历史理论建设提供参照。⑤ 更有学者主张重新启用中国传统史学中固有的概念,如“大
一统”“封建”“经世”“道统”“夷夏”“文质”等,作为构建新的历史叙事的思维工具。⑥ 换言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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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192、194、195 页。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 年 4 月 6 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史念海

主编:《文史集林》第 1 辑,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 页。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 年 4 月 6 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史念海

主编:《文史集林》第 1 辑。
瞿林东:《关于历史科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光明日报》1984 年 2 月 8 日。
参见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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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史学的会通中实现升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

基也将更为牢固。

五、回归学术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纯学术发展的产物,其诞生和成长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息息相

关。 革命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它既是整个左翼文化的一部分,又被作为

中共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开展理论斗争的工具。 抗战时期,革命理论文本直接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典范。 正如时人所论:“在使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首先当举出毛泽东同志的三本名著《论
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来。 这三本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的历史作品,但它鲜明地、清
楚地教训我们怎样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地中国化,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研

究中国历史,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正如马克思没有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辩证法的方法却充

满在《资本论》之中。”“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

据。”①可见,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许多研究者心目

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更是与中国现实的结合。 这铸

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实践品格。
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现实而研究历史的意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过度膨胀,淹没了学术求

真的宗旨,使自身陷入危机。 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学术化为根基、为底线。 无论马

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还是契合于中国的现实,都不能背离学术求真的本性。 与革命年

代不同,和平时期的学术事业当以专业化的常规建设为主,学术化是主流,革命史学、政治史学已

成过往,“战士型学者”必将逐渐让位于学院式学者。 以往求致用于当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迫切需

要走上专业化之路,坚守书斋,潜心耕耘,产出令人信服的上乘之作。 当然,参与现实、呼应时代是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其他史学流派的优势。 这一优势不能废弃。 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现实

的方式必须有所变化,必须遵循学术运作的基本规则,维护学术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违背学术

良知。 简言之,学术化是生命、是根基,离开了学术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也难成大气候。
学术化的另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首先致力于学术品位的提升,迈向学术前沿。 有学

者概括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

化。”②延安时期曾涌现大批通俗性史学作品,如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
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以及吕振羽在《解放日报》上刊发的中国历

史常识专栏文章等。 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以中等文化水平的

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而非面向专业学术圈。 就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学术中国化”运动而言,通俗

化、大众化确为一大特点,这在文艺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取向和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境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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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水准决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整个革命文化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历史合理性。
这些普及读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势,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民众的作用。 不过,在语境业已

转换的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目标和路径也应当做出调整。 在一如既往地立足民众立

场,关注和书写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同时,更要坚持学术品位,走高精尖路线,向一流水平看齐。 从事

高精尖的研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是首要目标和重要使命。 一段时期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过度纠缠于一些陈旧的命题,知识结构停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念、
新方法、新动向缺乏敏感。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意识地主动追踪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
对国际学术新说作出积极回应,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在全球史、新文化史等新潮流和新领域中显示身

手、有所建树,力争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唯其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

实现蝶变和升华。
总之,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不同于“五老”时代的新面目、新气象、新格局。 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路进行研究,建立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基本的工作;在此

基础上还要更上一层楼,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更新升级作出贡献。 换言之,要实

现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化和蜕变,自主创造出以往时代、
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未曾有的新元素、新内容,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绽放光彩。 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家务事,而且关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西
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还涉及与社

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这些关系处理得妥当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成败。
归根结底,我们若能扩大心胸和视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作为一项创造性事业,大胆突破

以往种种陈腐教条和思想桎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实现构建中国历史主体

性的宏愿。

(作者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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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Its New Beginning / / Chen Feng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s a creative work. It must highligh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tyle, rather than just promote, apply, or implant basic principle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must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universalist narratives and identify and restore the
particularities of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meticulous positivist research and empirical study. Truly liberate
itself from the shadow of Soviet-style dogmatism, we must take its own path, overcome the long-standing
inertia and intellectual laziness; we must take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foundation to maintain the greatest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riticism, re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Returning to academicization, we
must follow the superior and sophisticated path to studying issues at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ccepting What Is Wrong as Right: Revisiting “Customary Law” and “ Folk Law” in China
/ / Sun Kang

Taking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ne would argue that concepts such as “customary law”
and its derivative “ folk law” could not be applied to China, no matter in conceptu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he concept of “customary law” has been rigidly transplanted to China, while “folk
law” is a deliberately constructed term. The approach of applying them to China is oversimplistic, only
relying on western ideas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those of legal anthropology, legal sociology and others.
Norm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rete interaction mode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folk has been absent.
The lack of dynamic perspectives leads to confusion, and thus the research approach needs to be refined.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nfucian officials tended to adopt flexible educational mean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clan order with family ethics as the appearance, they expanded and regulated neighborhood
orders, commercial orders, and more. In doing so, they allowed the Han people some limited autonomy in
the areas where they lived. This degree of autonomy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so much so to become
disassociated from the government neg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o be precise, there are at
least two ways to develop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 customary law” and “ folk law”: one is to
recogniz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ustomary regularization, and the norm pattern of “ local law-folk
stipulations-folk custom” at the local level; the other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pecific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presented by customary rights.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Crimin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Between Criminal History and
Legal History / / Yuan Yua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udies of the crimin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has been emerged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ing steadily, adopting leg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as its main approach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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